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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意识形态的规训与缺位①

———论夏衍剧作之二

黄科安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 泉州３６２０００）

摘　要：处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夏衍把戏剧艺术当成“抗战建国”最有力的武器，其左翼思想表现出来的“阶级意

识”让位于“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而他带着这种思想倾向创作的抗战剧作，必然遭致后来５０年代社会重视以“阶

级意识”为主、呼唤塑造时代英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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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在成为剧作家之前，已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因此，当他拿起笔来进行戏剧的创作时，他就

与一般的文人有一个本质性的不同，即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夏衍在《谈小丑》里认为：“在一切艺术

部门中，中国戏剧是最‘即于现实政治’的一种，惟其即于现实政治，而又敢于表白民间的意见，所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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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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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逐渐发达而成为具有移风易俗之效的一种真正大众化了的艺术。”而处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民
族解放战争，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心灵的地震”的震源所在。因此，夏衍把戏剧艺术当成“抗战建国”最

有力的武器，以为“祖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开始，全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就将他们自己的身份规定做个

抗日军队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兵种，而实行参加抗战了”（《戏剧抗战三年间》）。

于是，夏衍创作历史剧《赛金花》，是“以反汉奸为中心的奴隶文学的一种”，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

起大众注意‘国境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托在庚子事变前后

的人物里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而历史剧《秋瑾

传》，则是作者从正面的角度，讴歌中国第一位为革命献出头颅的女杰秋瑾。对于这两部历史剧，夏衍

后来在《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一文中有一个说明，称：“我学写戏，完全是‘票友性质’，主要是为了

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写《赛金花》，是为了骂国民党的媚外求和，写

《秋瑾》，也不过是所谓‘忧时愤世’。”

从《上海屋檐下》起，夏衍宣称自己开始从“戏作”的态度，转入“沉替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上

海屋檐下〉自序》），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剧作不再包含着鲜明强烈的左翼政治色彩呢？事实并非

如此，只不过是夏衍按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写得更为冷峻和客观。在剧本中，他不仅以“黄梅天气”，

暗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时代氛围，而且还生动地刻画出革命者匡复的形象。《一年间》被认为是抗战初

期“最有深度的抗日剧”。夏衍不落俗套，别出心裁地讲述了一个空军战士在新婚的第二天就奉命归队

参加空战，家人则在战乱中流离到上海。恰经过一年，他的妻子产下了一个儿子，中国空军适于此时飞

临上海上空，故事遂告结束。剧本“将抗战的希望，个人的苦难，都借这一家的生离死别烘托出

来”［１］２７７。《心防》写上海沦陷期间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

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主人公刘浩如作为一位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是如何死守这一条五百万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这就是留

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于是，他不仅顶住了敌伪的种种威胁和利诱，而且排除了来自生活方面

的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防线”的最前沿。《水乡吟》展现了浙西半沦陷区这个“叫做‘天堂’的

‘鱼米之乡’”的人民和敌伪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图景。《法西斯细菌》，主人公俞实夫曾是一位留学日

本的细菌学者，通过“港变”事件，血淋淋的现实使他清醒地意识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

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就是要关上门，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研究，也会

时时受到阻碍和破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夏衍在《关于〈法西斯细菌〉》里进一步将这个戏的主题提炼

为：“反对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反对科学脱离政治，反对科学家不过问政治。”因此，这个剧作

被认为是“标志夏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２］８４。《离离草》取材于东北人民

对日寇的不屈反抗，正面展现了人民的斗争场面。夏衍在《记〈离离草〉》里谈起这个剧本创作源起时，

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一些日本人所写的报告和笔记，被束缚的大地在悲叹、在哀诉、在哭

泣，被割开了的伤口在排脓，在流血。但，尽管是出于敌人的笔下，这一切关于‘满洲’的报告不也表示

了这块苦难深重的地方正在生长着新肌与新血么？血在灌溉新芽，他们沉默的战斗以心传心地在激励

着整个的民族。我相信，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将我们引导到全民抗战的这‘最初投掷的

一石’和‘一粒死了的麦子’的。”《芳草天涯》，作者称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部以“恋爱为主题的戏”（《〈芳

草天涯〉前记》），然而他也“意在引导知识分子正确处理恋爱纠纷，以集中精力于抗战工作”［２］８６。最后

以青年许乃辰、孟小云直接地投身于抗日的实际行动，以昭示剧本中陷入情感纠葛的中年知识分子所应

有的出路。

由此可见，夏衍这些剧作，在内容方面往往与抗日的事情密切相关，处处渲染着全民抗战的时代氛

围，赋予作品以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此，夏衍即使到晚年也从不讳言，而且带有某种程度的自赏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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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

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它不仅不

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心情，也不想加以修

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３］３唐

也颇为看重夏衍剧本中的政治性内容，他认为夏衍“从来不忘记政治”，他创作的剧本就是“一首首沁

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４］２。

那么，既然夏衍的剧作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为什么还会常常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呢？

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处在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中国现实社会，夏衍

作为职业革命家和左翼作家的成员，他表现出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首先是“国家意识”和“民族意

识”。也就说，夏衍的左倾思想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让位于“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并为之服务。

历史剧《赛金花》被认为是“在中国提出‘国防戏剧’口号后，第一次收获到的伟大的剧作”［５］４７８。这是一

个以庚子事变为题材的剧本。剧作家以妓女赛金花的故事，借以揭露晚清官员及其走卒的“汉奸丑

态”。然而，诚如剧作家所称：“构成历史的各种动因，是复杂而错综的，我们不能将历史的诸种动因固

定化和一样化起来。”（《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因此，从“阶级意识”的眼光来看，夏衍在

处理这样的素材和构思剧本时，就难免会出现缝隙和缺失，这反映在：

其一，剧作家是以妓女赛金花作为主人公，而且明确表明“我一点也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

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凡的女性。

我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

角色”（《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这种主人公的身份选择和角色定位，就给日后来自意

识形态领域的人们对此的严苛审视与批判埋下了种子。有学者认为：“赛金花在受到以孙家鼐等封建

卫道者们的驱逐和迫害时，她所表现出的玩世不恭式的反抗，确实有值得人同情的地方；在侵略者重兵

压境之际，赛金花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攀附侵略者，人们也不能以封建卫道的标准去要求她全节。但

是，当赛金花甘心帮助侵略军筹粮，想方设法为李鸿章等卖国贼谋划之后，她已不能被看作一般的女人，

她已堕落为侵略者的爪牙，卖国贼的走狗……然而，作者夏衍却正是从‘人的’‘道德’的观点出发，脱离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因而只看到赛金花作为一个平常女人的一面，或者是一个蒙受封建偏见的妓女

的一面，但却没有看到赛金花作为侵略者和卖国贼走狗的历史本质的另一面。”［６］２６－２７

其二，夏衍名为左翼剧社提出“国防戏剧”的口号而创作，而事实上这个剧作更倾向于暴露晚清官

场的腐败昏庸和外交的卖国误国。剧作家确实做到如他在（《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所

说里的“描绘了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才群像”，即那些“高踞庙堂之上，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

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这说明了，

夏衍主观上欲强调“国防戏剧”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然而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又不知不觉选

择和抬升了“阶级意识”的立场和态度。关于这一点，在当时左翼学界召开的座谈会上，就有学者提出

尖锐的批评，认为作者选取八国联军入京事件作题材“本身就充满了各帝国主义屠杀殖民地中国的火

药味，和中国大众血肉的惨酷图画，而作者把这忽略了。而这些残酷的实景，却给赛金花个人轻松的罗

曼蒂克成分，和个人感伤的悲剧掩盖了”［７］４７７。因此，学界将这个剧作列为“国防戏剧”的代表作，的确

存在着“偏差”的现象。

其三，夏衍一再强调创作这个剧作的目的是在于“讽喻”，然而“讽喻”史剧的性质上就需要能使读

者（观众）不费思索地可以从历史里面抽出教训来的“联想”。但是，现实绝非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和出

现，任何一种暗示与影射只要超出一定的限度，都可能造成对丰富而复杂的史实的歧异和武断。出于这

样的忧虑，夏衍希望自己的这个剧作能让读者“从八国联军联想到飞扬跋扈、无恶不作的‘友邦’，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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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等等联想到为着保持自己的权位和博得‘友邦’的宠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鲜血作为进见之礼的那些

人物。但是，我却绝不希望读者从原始的农民暴动联想到目前的民族自卫运动，更不希望读者从那无组

织的乌合之众的失败，联想到救亡自卫的前途。”（《历史与讽喻———给演出者的一封信》）不过，由于剧

作从素材的提炼到主人公的塑造、以及叙述的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偏差。剧作家这番苦心的规训与导读，

显然是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如，有的人就认为：“在题材选择上，以一个妓女作为主人公来反映民族

危亡的重大事件，对作品的思想高度有所影响；对帝国主义的残暴，对广大民众的痛苦及反抗，反映得不

够充分。”［８］５０３“赛金花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并无进步作用。她没有参加反帝斗争，她以自己的姿色去换

来的‘恩惠’，只对满清政权有利，对于中国广大人民是没有什么好处的。”［９］４６０

夏衍剧作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其结局处常常出现的“光明尾巴”。《秋瑾传》的最后，是剧

作家用一句带象征的话来结束的：“天快亮了。”《上海屋檐下》中，大人最后是跟随孩子们合唱：“好！我

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一年间》的结尾，写到全体剧中人员的“脸上同

样地浮着希望和喜色。雄壮的机声掩住了一切”。《愁城记》结局处是，李彦云对大家说：“人是都该吃

一点苦，到别一个世界去经历一下吧。”《法西斯细菌》的末尾，俞实夫醒悟后表示自己要“再出发”，“在

大家共同的立场上，为我们的国家，为人类，尽一点力量。”在《芳草天涯》中，尚志恢在结尾处表示：“我

会，坚强起来的。”对此，一些海外的学者有过非议，以为《上海屋檐下》剧本最后的启示：“大家联合起来

救国”，是“未能尽脱露骨的政治意图”，而《芳草天涯》中尚志恢表示“我会，坚强起来的”，被认为“这可

以看做左翼作家，探索人生问题，总不能干净利落，总要拖一条‘为社会为人民’的尾巴”［１］２７８。然而，尽

管夏衍此时的抗战剧作带有强烈的左翼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夏衍从“国防戏剧”角度出发，强调“国家

意识”和“民族意识”优先于“阶级意识”，使其剧作常常续上一个“光明尾巴”，但却仍然能引起处抗战

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共鸣。刘西渭（李健吾）当时就这样评价：

我们方才说起林葆珍，显然她是作者意之所属；一个文盲世界的天使，课余之后去做小先

生；她的歌唱近似启示，奇怪的是她没有在这里提起社会革命，如一切左翼作家所应为，更没有

以十年前的革命立场鼓舞匡复，最后一句乃是：“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我相信没有一位观众

会起疑问，说这是怎么回子事，剧中没有一件事往这方面发展，作者却叫他的光明人物把“国

家”两个大字摆在她的观众面前？一种什么东西，神差鬼遣，在这首促成全剧高潮与认识的童

歌里面，把“国家”（不是全剧提出的某种社会）做为我们努力的最高的鹄的。是什么东西，观

众未尝考虑，作者未尝考虑，然而意之所至，心有所会，没有人觉得奇突，全以共鸣的心情接受

下来。千百年之后，或许有人重新要问，把这看做《上海屋檐下》一个小小瑕疵。今天我们不

妨先自说破，观众和作者全不错，作祟的另有一个东西，叫做时代精神，在这下面我们生活着。

我们正好借用立波先生一句话，这是“九一八”以后新兴文学的特征。庚子以来的民族观念，

中间因为官吏的内哄，军人的争霸，阶级的斗争，闪在纠纷的外围，终于一个当前的更大危机把

它更清切地展开。我们不再计较过去，一切朝着一个新的顶尖发扬，国家至上成为我们共同的

口号［１０］９８－９９。

刘西渭是沦陷期间上海极富民族正义感的戏剧家和理论批评家，但是他并非左翼剧作家。他对夏

衍在剧作中设置“小先生”林葆珍意图和作用的诠释，非常精辟且具有惊人的预见性。他一方面诠释了

为什么“小先生”林葆珍唱的这句“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会引起抗战时期知识者的情感共鸣而不会觉

得“奇突”，因为这是全民族抗战的“时代精神”在“作祟”；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随着历史语境发生变

化，当“国家至上”不再成为人们共同的口号后，后人或许会对这个“光明尾巴”设置的合理性发出质疑

的声音。而这种担忧，后来真的不幸变成了现实。

夏衍本着“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优先于“阶级意识”，因此在剧作的人物设置上，他强化了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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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政治内涵。在他笔下，不同阶层的人物身份，不论贵贱，而是以“爱国

心”和“民族的正义感”为衡量人物的政治标准。在《娼妇》中，那位不知何名的娼妇，其形象令人难忘。

正如剧作家在《从迷雾中看一面镜子———几个现代剧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中所说：“真心的同情于爱

国志士而终于使汪逆走卒感到了羞愧的，不也是一个没有知识没有身份，平日不为人们所齿及的娼妇

么。”《一年间》中，夏衍对剧中人物刘爱庐的描绘，也很能体现剧作家对人物塑造的意识形态的倾向。

他在《关于〈一年间〉》里，认为刘家庐这个人物不是“英雄”，但值得“同情”，他说：“我写他，只想表现地

主里面的一个保有正义感的封建儒生的一面，使他站在抗战这一面，使他同情下一代的，也不是由于阶

级而是由于民族的感情。”这里所称的“不是由于阶级而是由于民族的感情”，正是体现了夏衍在抗战剧

作中所秉持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优先于“阶级意识”的思想倾向。而夏衍以这种思想倾向创作

的抗战剧作，必然遭致后来５０年代社会重视以阶级意识为主、呼唤塑造时代英雄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批
判和否定。即便是具有较为鲜明的思想意义的《法西斯细菌》，也难于幸免。在当时，学界中有些人就

认为剧中人物俞实夫、赵安涛、秦正谊等是知识分子中“某类”的典型代表，即“他们所代表的不是革命

的知识分子，而是比较落后的一部分。他们也有共性，那就是对于时代的无知和盲目，以及由此而来的

无能和无力”［１１］５７６。于是，对剧作中这些人物的清算，事实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类”现代知识分子的批

判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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